
吕振羽和湖南文化抗战

范忠程

　　全面抗战爆发后,湖南成了战略后方。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等地许

多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湖南,大批文化名人,学者随之荟萃长沙; 一

些在外地工作、学习的著名湘籍文化人和大学生,也分别从平、津、

沪、宁、汉回湘。他们与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汇合,满怀抗战激情,开

展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。古城长沙增添了抗日救亡的实力与炽热

的文化抗战氛围,成了闻名全国的抗战“文化城”。本文以吕振羽和

湖南文化抗战为题,对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

中的地位和作用,做些个案研究。

一　抗战文化的重要传人

　　湖南曾是大革命的高潮地区。然而, 1927年后,“经过近 10年

的磨折”,“以强悍坚韧而富于敏感的三湘民气⋯⋯已经无甚生气”

了。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,湖南以何键为首的省政府,仍旧“蹈常袭

故”,“诸凡行政机构,社会组织,教育方法等, 依旧保持原有的状

态”。② 对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及其活动,不予支持、扶

助, 甚至以“有害于抗战”的名义加以压制和取缔,“迫令长沙报纸

不得散发有关日寇在华北继续步步进逼的号外”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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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改变这种“沉沉暮气”和“麻木不仁”的落后局面,唤起湖

南人民被压抑的爱国热情,组织千百万民众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

解放战争,中国共产党于抗战初期,先后从华北、延安派出多批干

部,来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吕振羽最先派回湖南。

　　吕振羽是著名的抗日活动分子。九一八事变后,他在平津地区

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抗日言论。1935年,他担任抗日进步团体“北平

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”的书记,因而被日本特务机关视为“抗日排

日之主动者”。七七事变前夕,在敌特确定要捕杀的“五百余人名单

中”,他是被“看得分外重要必欲得而甘心的一个”。① 平津沦陷,吕

振羽被困北平。脱险以后辗转来到南京,接周小舟从延安来信称:

“家父嘱,盼兄速回湘开荒。”② 传达了中央派吕速回湖南开辟抗日

工作的指示。③

　　9 月, 吕振羽抵达长沙, 受到省城“新闻界朋友”及“学术界”

“故知”的“热情欢迎”。湖南《大公报》约请他将卢沟桥“事变经过及

平津现状”的“一些见闻”,“用文字报告”出来。④ 长沙《前进》周刊

介绍:吕先生“是一位研究社会史的专家,著作非常丰富”,“不单是

专在纵的历史方面下功夫,而且还对横的社会问题,有极精密的观

察和分析”;《前进》创刊之时,“他刚巧回到长沙”,“给了我们很多

宝贵的指教”。⑤

　　12 月初,徐特立、王凌波受中共中央指派,由延安来到长沙,

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,开展抗日统战工作。同月下旬,高文华、聂

洪钧、任作民、郭光洲等来湖南。1938年 1月,以高文华为首的中

共湖南省工委正式成立。吕振羽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,积

极开展抗日文化工作。他先后在湖南《大公报》、《力报》、《通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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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、长沙《前进》周刊、《中苏》半月刊、《文化批判》、

《民族呼声》、《联合旬刊》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文章 30多篇,出版

了《抗战的前途》等小丛书。他以丰厚的历史知识,精湛的马克思主

义理论,宣传了中共的抗战路线、方针和政策; 分析了抗战爆发后

敌我形势和抗战前途;批驳了一些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。他的文

章高屋建瓴,论说深刻,为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

启蒙。

　　首先,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狼子野心,指明民族危机的

空前严重。吕振羽的文章说: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的“并

吞全中国,灭亡全中国民族”的“侵略战争”。①“是日本侵略主义之

一种有计划的行动”,是“东西 (方)各侵略主义国家共同破坏世界

和平的序幕”。②“日本帝国主义打算灭亡中国,已经有着很久的准

备, 日寇所谓‘大陆政策’,便是敌人灭亡中国的一套阴谋”。③ 它

“这回进攻我们⋯⋯就是实行灭亡中国的最后一次战争”。若是其

阴谋得逞,“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,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”,我们

的“子子孙孙要做人家的牛马和奴隶”,“我们的文明种族,也就要

从此绝灭的。这真是中华民族生死祸福的‘最后关头’。”④ 这些言

论,令人触目惊心,催人奋起救亡,在抗战初期,的确起到了振聋发

聩的作用。

　　其次,分析了敌我形势,批驳了“唯武器论”等错误观点,鼓舞

人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。吕振羽在《抗战的前途》一书中说:目前

“我们是一个弱国”,经济、政治、军事都很落后。正因为这样,敌人

“认为很容易下手来灭亡中国”。⑤“可是中国本身具有众多的人

口、丰富的资源、储藏有种种伟大的力量,这就不如日寇所想象,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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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容易来灭亡的”。①他认为,中国的落后是短暂的。只要把人力物

力动员、组织起来,力量是强大的,而“日本是小国”,“资源缺乏”,

“兵力不足”,“军需供应困难”⋯⋯这些短处是敌人无法克服的“致

命弱点”。② 正因为如此,“九个月的战争”,导致了敌国的“经济困

难, 民众生活恶化”,在日本人民中,出现了“反战厌战情绪”和“反

内阁的洪潮”。③ 这证明:中国虽弱,但深蕴着内力;敌人虽强,却潜

伏着危机。敌强我弱的格局,是暂时的、相对的、可变的。他说:从

七七事变到“八一三”抗战前,不少人根据“中国武器不如敌人”的

现状,发表“‘唯武器论’的反战理论”,“传染”和“影响”了一些人;

还有人自作聪明,“说现代战争是经济战争”,中国落后,“无法战胜

日本”,散布“失败主义”和“恐日病”。他指出:这两种论调“从政治

上说,都是由汉奸托派亲日派散布出来的”。④ 我们不否认日军的

武器强过我们,但是,“死的器械是要活的人去使用的”。⑤ 矶谷师

团是“敌国有名的精锐,具有高度机械化装备的军队”。台儿庄战役

中,“竟为我军所消灭”。它“确证了唯武器论是根本错误的”。⑥ 台

儿庄一战,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,是因为我们

的抗战是“为争生存、争解放而战,故我军英勇胜过敌人”。至于装

备,我们可“从他国输入更精良的武器”; 从国外引进“机器”“技术

家”,自造武器,“渐次做到国防自给”。⑦ 吕振羽承认,“半殖民地半

封建的”中国经济“远落后”于“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”日本经

济。但在战时,经济不能离开政治、军事、外交而“单独发生作用”。

在政治、军事上“我们是抵抗侵略,是救民族解放”,因而在外交上

得到欧美民主国家的广泛同情,经济上“得到各国的援助”和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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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民的合作”。① 而且, 由于我们坚持抗战, 因而推进了经济、政

治、军事、文化各方面的“进步”,“国际地位”也“一天一天在提高”。

然而,我们的敌人由于战争的“侵略性”,作战手段的“野蛮性”、“盗

匪式的掠夺性”,因而遭到全世界的反对。“随着战事的延长”,其军

事经济力将“日益削弱”; 国内的政治“危机日益严重”,“国际关系

日益恶化”,国际地位“日益堕落”,现在已“无以支持其‘光荣的孤

立’”。随着战争的发展,敌人是“一天一天在接近失败”,“替自己在

挖掘坟墓”。② 总之,吕振羽认为:“在客观上”,“我们有战胜日本的

条件。”③ 这些分析和批驳,帮助人们澄清了一些胡涂认识和错误

思想,从而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日自觉性和必胜的信心。

　　其三,激发同胞爱国热情,号召支前参战。吕振羽回长沙后,即

将他在天津、烟台、济南、南京沿途所见各地同胞踊跃支援抗战的

动人情景,写成文章发表在湖南《大公报》等报刊上。文章说:“那些

没有过夜粮的黄包车夫们,都在争先恐后地去担任义务的运输工

作;大群女子们都加紧在缝纫绷带和药包以及伤兵的看护工作;学

生们更是全体动员在分别担任前方后方的种种勤务; 一些平日钻

死书的教授,也都兴奋地离开他们的研究室去参加工作了;一般民

众都自动地把他们日用的东西捐作军用;商人也对其附近的战士,

自动的去供给食品和慰问⋯⋯”④ 这些地方的同胞,不论男女老

幼,不分前方后方,不问工农学商,每个人都为抗日在做“各种各样

的战斗工作”。⑤ 吕振羽在叙述这些见闻的同时还指出: 抗战事关

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,我们“每一个人都应当振奋起来,把全副的

精神和力量,通统集中于抗战,交付于抗战”,无分前方、后方,“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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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随地去为抗战效劳”。① 他强调: 这次抗战是“全民族的长期抗

战”,“除去汉奸以外,不管他是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学生、资本家、地

主、僧道、自由职业者⋯⋯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”,“都有参加

抗战的权利和义务”,都要用各种方法“组织起来”,“积极参加抗

战”。如此,“我们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就有万二千分的把握”。②他

呼吁:“每个忠诚为国的黄帝子孙,都应该时时把亡国的利害超越

其他一切利害”;“各党各派各阶层”,“牺牲其一切不必要的成见,

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抗战的主观努力上来”③; 在最高领袖的领

导下,“自觉地加强”“统一”与“团结”,“完成战区和临战区的民众

组织训练与武装”,“完成后方一切人力和物力的动员工作”。④ 吕

振羽的全民抗战思想,对推进湖南人民的抗日觉醒,促进各抗日党

派、团体的联合,加快抗日救亡的准备,作了重要的动员。

　　其四:说明湖南、湖南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全面抗

战爆发时,吕振羽就预见到:“湖南在国防地位上,将随着战争的发

展而益形重要。”⑤ 此后不久,他在《战时的湖南与湖南人》、《保卫

武汉与巩固湖南》等文章中,又从湖南所处地理环境,湖南人文历

史的特点,对湘人在自卫抗战中肩负的历史使命,作了深层次的阐

释。文章说:湖南“介于湖北、江西、广东之间,是粤汉、浙赣及尚未

完成的湘桂、湘黔诸铁路干线的交点,又是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”。

占有湖南,可北攻武汉,南制两广,西取川黔,东进浙赣。湖南物厚

人丰,战时是“前方人力和物力”“最主要的供给泉源⑥, 所以, 它

“历来是华中和华南和军事冲要”。近百年来,“每次战争中几乎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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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湖南为其争取的重点”。① 他认为: 在平、津、沪等全国大城市

沦陷后, 随着工业经济文化教育部门的内迁,“湖南在空间地位

上”,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重点,而且“是创建新的国民经济的中心”。

“湖南人应该努力⋯⋯把湖南创造成为民族产业”和“民族文化的

中心”。② 他指出: 在中国近百年来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

中”,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的“湖南人总是站到最前头”,或“作为倡导

者”。也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“革命运动”,陶冶和造就了湖南人“民

生聪秀,英勇而好进取”,富于“开创”、“斗争”和“牺牲”的“特性”,

具有“向外发展”、“刻苦”、“勤奋”、“拼搏”、“奉献”而“有蛮气”的

“湖南精神”。他说:“自梁启超以至现在的全国领袖蒋委员长等,皆

谓‘只要湖南人不死尽,中国就不会亡国’。”③ 他认为:这是国人对

湖南人的最大信赖和殷切期待;在“现在的民族抗战”中,湖南人更

要“发扬光大”“湖南精神。④ 这些关于湖南的军事战略地位、人文

传统和湘人自卫抗战使命的论述,对凝聚三湘人民的爱国心,激励

湖南军民卫国保土,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此外,吕振羽还就训练和武装湖南民众、兴办抗日文化教育、

打击汉奸亲日派的破坏活动、实施抗日民主等,提出了许多建设性

的意见和主张。

二　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

　　文抗会的全称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, 1937年 10月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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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是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,以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全省性

的抗日群众团体。其主要成员是在湘的文化教育、新闻出版、文学

艺术等各界人士。

　　七七事变和“八一三”抗战后,平、津、沪、宁等一些文化教育机

关相继南迁,大批文化名人、学者纷纷落户长沙。著名学府北大、清

华、南开 3校,亦于 1937年 9月 8日起陆续迁湘,联合成立了长沙

临时大学。此外,南京国立戏剧学校、北平民国大学、国立杭州艺专

等校以及中华书局、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中央日报社、东方杂志社等,

均在此时先后搬迁长沙。

　　9月 27日《力报》登载:“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,京沪平津各学

者,各文学家,各戏剧家之来湘者甚多。”① 从抗战爆发至 1937年

底,上述各地著名学者文人郭沫若、茅盾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张伯苓、

张奚若、朱光潜、冯友兰、陈寅恪、曹禺、余上沅、叶公超、潘光旦、贺

麟、汤用彤、郑天挺、晏阳初、陈垣、张季鸾、许德珩、孙伏园、王彦

西、吴祖光、梁实秋、熊佛西、张曙、赵元任、钱穆、薛暮桥、高一涵、

刘开渠、钱君 等联翩来湘;吕振羽、田汉、翦伯赞、张天翼、金岳

霖、黎锦熙、谭丕摸、杨东莼、皮名举、陈子展、周立波、沈从文、黄芝

冈、廖沫沙、魏猛克、罗皑岚、蒋良牧、陈润泉、唐际清等湘籍知名人

士亦返归故里;一批在外就读的学子如潘开茨、肖敏颂、曹国枢、杨

、黎澍、于刚、曹国智、苏镜、黄绍湘、李锐、杨润湘等也在七七事

变前后,从日本、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回到长沙。他们与原

在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李仲融、皮宗石、黄一欧、杨树达、杨卓新、孙

伟、胡元 、伍薏农、杨荣国、朱子倬、向培良、姜缦郎等汇合,开展

抗日救亡活动。据不完全统计:抗战初期各地荟集长沙,参与抗日

救亡活动的文化名人在 700人以上。② 如此众多文化精英云聚星

垣,这在湖南可谓空前盛事。他们是巨大的抗日救亡力量,然而,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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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黎维新等:《长沙文化城》,湖南出版社 1995年版,第 493页。
《文艺家会集星垣》,《力报》1937年 9月 27日。



于他们大多来自异域他乡,刚刚“驻足衡山湘水”,旅途劳顿,又互

不熟悉,一时难以组织起来。此前,虽有“由北平、上海回到湖南的

一些学生和当地学生一道,开始一些抗日宣传活动,但都不能取得

合法保障和公开进行。因此,总的来说,在‘文抗’成立和开展活动

以前,湖南还看不到多少抗战气氛,在群众中并没有开展成为抗日

群众运动”。①

　　9 月初, 吕振羽带着“回湘开荒”的神圣使命, 从北平回到长

沙。同先期回湘的苏镜、萧敏颂、孙伟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

一起,以含光女校、育英小学的读书会、歌咏队为活动据点,组织、

发动省会文教界同仁,开展抗日文化宣传,发起成立湖南文抗会。

　　10 月初,旅沪湘籍文教界人士陈润泉、李仲融、廖伯华回长。

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(简称救国会)的成员。吕振羽十分

高兴,随即和他们一道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及湖南现状,在组织湖

南文化界参加抗日救亡问题上达成共识,决定成立湖南文化界抗

敌后援会。

　　为使即将成立的湖南文抗会能取得合法地位,吕振羽等成功

地利用了国民党内乙派 (何键派)和甲派 (CC 派)在湖南的矛盾,

争取到省主席何键等对成立文抗会的支持,同时,邀请了省会文教

界、新闻界名流皮宗石 (湖南大学校长)、伍薏农 (湖南大学教授)、

鲁立刚 (中学校长)、王季范 (中学校长)、陈润霖 (省教育会会长)、

朱石农 (湖南《大公报》总编)、康德 (《力报》总编)等为文抗会的发

起人。

　　10 月 9 日,省会的“教育、新闻、音乐、戏剧界等同仁”在青年

会大礼堂召开“发起人”会议,通过《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缘起》,

即日成立筹备委员会,指定吕振羽、翦伯赞、孙伟、李仲融、陈润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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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伯华、肖敏颂等 11 人为筹备委员, 负责起草宣言, 会章等事

宜。①

　　10 月 17 日,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第一师范礼堂召开成

立大会,到会会员 600余人。“临时主席吕振羽报告筹备之经过及

成立大会之重要使命毕,随即推举吕振羽、李仲融、蒋春世、曹冶

阳、翦伯赞 5人为大会主席团”。省主席何键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词:

“文化界起来抗战即是真正的抗战”; 希望文抗会“充实组织,积极

团结, 与全国文化界携手, 再进一步与世界合作, 来充实抗战力

量”。大会“通过会章”,“决议工作纲领及宣言交理事会办理”。“吕

振羽等 23人当选为理事”。② 19日,文抗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,选

举吕振羽等 4 人为常务理事。决定设立研究、宣传、组织、总务 4

部,创办会刊《抗战文化》。研究部是文抗会的核心机构,吕振羽兼

主任,其使命“是救亡理论的探讨和救亡实践的指导”。

　　文抗会的《缘起》和《成立宣言》指出:“伟大的民族全面抗战的

局面已经展开”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,“不仅在消灭我国

家,奴役我民族、斩绝我历史文化,同时也在毁坏人类文化,扰乱世

界和平。”③ 我们的“出路”,“不是解放便是灭亡。”“只要不是汉奸,

每个不甘作亡国奴的中国同胞”,“已经无党派、无贫富、无地域、无

老少、无性别和职业的区别”,应“紧密地结合起来”,“担荷起民族

抗战的任务”,以“保卫祖国、保卫民族、保卫文化”。“基于上述要求

和觉悟”,我们特“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”。④

　　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认为:“战时全民的精神武装和物资武装,实

有同等重要。”我们文化工作者应积极投入“抗战文化总动员”,象

前方将士一样,用我们文化的武器,进行文化抗战。特别强调:“湖

南在空间的地理位置上,随着抗战的发展,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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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根据地。”湖南人在长期革命中造就的“湖南精神”,于目前民族

抗战“十分有用”,应“从抗战文化的基础上,引导其发挥为现代国

家精神,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”。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一再呼吁:“湖南

境内的文化工作人”为负起文化抗战的“前锋任务”,应该“消除一

切党派的、门户的、地域的⋯⋯种种自相摩擦的成见,在抗敌救亡

这一最高共同利害的原则下,大家紧密的结合起来,形成一新的化

学的构成体”,“与全国文化界共同来负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”。

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汲收了吕振羽《抗战后的新动向》(1937年 9月 18

日)等文的思想和论点; 吕振羽在《战时的湖南与湖南人》(1937年

11 月 17日)等文,又对《缘起》、《宣言》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。

这对启迪人们的抗日民族觉醒,激励湖南人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,

鼓舞文化界团结奋起抗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1937年底至 1938年 1月,各地又有“很多文化人来到湖南”。

为“推进”湖南文化抗战工作, 1月 24日,文抗会邀请“未加入文抗

会的文化人”,举行“茗叙”(茶话会)“交换意见”。“教育界、戏剧界、

作家、新闻界、艺术界人士”计 100余人聚会,“大家相继发言”,气

氛“备极欢洽”。①“过去许多教育界、新闻界分子还不曾加入文抗

会,现在也热烈地和文抗会携起手来一致奋斗了”。② 此时,文抗会

会员增加到 800余人,“直接间接影响的团体已有 35个,人数共计

1000人左右”。③全省有 36个县同文抗会建立了联系,常德、岳阳、

桃源、湘潭等地要求成立文抗分会。④ 湖南有影响的报刊,如《观察

日报》、《抗战日报》、《湖南通俗报》、湖南《大公报》、《前进》周刊、

《民族呼声》旬刊、《抗战文化》月刊,以及稍后创刊的《中苏》半月刊

等,其总编或社长,大都是文抗会的理事或会员。这些报刊高举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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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文抗会《组织部工作报告》,《抗战文化》第 4号。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》(1938年 3月 28日) ,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
史文献选编》,湖南出版社 1985年版,第 48页。

曹伯韩:《几点零碎意见》,《抗战文化》第 4号会员大会特刊, 1938年 2月 16日。
《文化界举行茗叙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38年 1月 25日。



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,突出抗日救亡的主题,是中共指导抗战的

舆论阵地,是动员民众支前参战的号角。

　　湖南文抗会成立的头 4 个月,在吕振羽等领导下, 全部工作

“活跃而有生气”,在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,的确起到了“先锋

队”的作用。① 随着抗战与时局的发展,文抗会要求抗战文化工作

者“跑出长沙的城圈”,把重点移到“乡村市镇”,不要“停留在知识

界范围”,应当“深入工农群众”。② 为指导这一重大转变,吕振羽以

文抗会研究部名义,在湖南《大公报》开辟《农村工作》专栏,亲自写

了《发刊辞》。认为中国持久抗战“决胜之中心”,“不在大城市”,而

在“全国之乡村”;争取抗战的胜利“首先在于使无数万农民都成为

有组织有训练的战斗员”。③ 此后他在《中苏》半月刊上发表《动员

工作在农村》的专论, 再次强调“动员农村”是总动员的“主要部

分”,只有“农村同胞”“参加民族抗战”,“才能取得民族抗战最后胜

利,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惨祸”。④

　　形势的发展要求文抗会修订工作大纲,“扩大”、“健全”、“充

实”其组织机构。1938年 2月 16日,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长

沙举行, 400多会员与会,选举吕振羽、杨东莼、康德、李仲融、翦伯

赞 5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; 大会制定了《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工作纲

要》,强调抗敌文化工作要“面向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的农民”; 改

选了理事会,新增理事 70 名,吕振羽、陈润泉、孙伏园、田汉等 23

人当选为常务理事,实现了在湘文化人的抗日大联合; 新增了训

练、青年、妇女、救济、慰劳 5个部,组织机构较前完善。第二次会员

大会使“文抗会充满了活力与生机”,“可说是文抗会的转折点”。⑤

由于文抗会的影响日益扩大,参加和拥护文抗会的民众越来越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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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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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《特刊之辞》,《抗战文化》第 4号。
吕振羽:《动员工作在农村》,《中苏》半月刊,第 12期, 1938年 9月 1日,第 1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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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仲融:《湖南文抗会之过去与现在》,《观察日报》1938年 8月 27日。



因而也招致了国民党CC 派顽固分子的嫉恨。他们造谣攻击文抗

会要“统治湖南文化界”;“吕振羽等操纵了文抗选举”,理事会“全

由吕振羽、廖庶谦 (伯华)所操纵”①;“文抗会全是C. P 的”。② 国民

党湖南省党部乘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增选理事之机,把陈大榕、

周邦式、袁野秋等一批CC 派顽固分子强行塞进理事会,用以“牵

制”中共党员,“打击或排斥革命分子”,“挑拨”内部“关系”,制造摩

擦事件,扰乱文抗会的工作。③ 随着武汉会战的开始和长沙局势紧

张,“反动势力对文化运动渐次实行压迫”,“许多外来文化人离开

了湖南”。约从 1938年 6月起,“极盛一时”的湖南文化抗战,逐渐

走向衰落,从而也就“失掉了长沙文化中心”。④

　　文抗会从发起到成立,从文件起草到《工作大纲》实施,从两次

会员大会的筹备、召开到各项活动的开展,吕振羽都付出了辛勤的

劳动,“实际上负责该会的全面工作”⑤,是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的

和领导者。

三　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办人

　　塘田战时讲学院,创办于 1938年,位于湘中邵阳县内,是一所

培养基层抗日干部的学校。

　　1938 年 5、6 月间,日军相继侵占了厦门、合肥、徐州、安庆和

开封,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围攻之势。一向关注抗战情势的吕振羽,

预见到敌人势必集中兵力进攻武汉,湖南势将空前紧张。他在报刊

上连续发表文章,呼吁人们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,力主湘鄂赣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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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振羽:《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》,前引书,第 120、124页。



县农村“建立强有力的游击区”,组织农民抗日“自卫武装”“保乡保

土”。① 他还和翦伯赞等以名人学者身份,致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,

要求立即动员、组织和武装全省民众,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”,保卫

湖南。他又向中共湖南省委建议,创办一所战时讲学院,培养抗日

干部, 为保卫湖南作准备。②他提议讲学院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

现,成立一个董事会,聘请国民党一些名人显要参加。徐特立和中

共湖南省委十分赞同吕振羽的意见,并“写信给毛泽东、洛甫”,请

求中央“派几个干部”来湖南,“将陕北公学和抗大的学风”带到讲

学院,“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”。这个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

持。③6月,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派吕振羽到邵阳负责筹办这所学校。

邵阳地处湘中,钟灵毓秀,是魏源、蔡锷的故乡,而吕振羽又是邵阳

县 (原属武冈县)金称市乡。当沪宁失陷和武汉危急后,国民党的湘

籍将领刘建绪、李觉,党政要人覃振、赵恒惕、刘岳厚, 第 6 区 (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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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》(1938年 10月) ,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
文献选编》,第 12页。

邓晏如:《忆塘田战时讲学院》(1983年 7月)一文说:“1938年 6月,中共湖南省委
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,根据吕振羽同志的提议⋯⋯决定在武冈县塘田寺
创办塘院,并派吕振羽同志负责筹备。”(见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文
件 (油印稿)》邵征发 (1984年) 3号,第 60页。)邓在《深切怀念吕振羽同志》一文中
又说:“塘田战时讲学院,是吕振羽同志向中共湖南省委提议创办的。”(见《吕振羽
和中国历史学》,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,第 16页。)高文华 (当时任中共湖南省
委书记)说:“1938年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吕振羽同志提出来的,经省委研究
同意。”(见《访高文华同志纪录》, 1984年 6月 16日,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征集办公
室文件》,第 63页。)

吕振羽 1938年 5月—6月间,在湖南《大公报》、《中苏》半月刊等报刊上,发表《目
前国际形势的认识》、《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》、《保卫武汉与巩固湖
南》等文,阐述了以上观点。



院”。① 吕振羽利用抗战初期国共再次合作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

外部环境,通过各种统战关系,争取了国民党元老、南京政府司法

院副院长覃振出任塘田讲学院院长,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赵恒

惕任该院董事会董事长。又经过覃振、赵恒惕、刘岳厚,争取了省主

席张治中、专员李琼、保安司令岳森、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

士吕遇文、吕惠阶、李梯云等支持创办塘院,出任荣誉董事。同时借

用席宝田 (清末中宪大夫、太子少保)在塘田寺的“塘田别墅”作校

址,校名“塘田战时讲学院”。筹办塘院时, CC 派教育厅长朱经农

一再作梗,不予“立案”。后由司法院长、省主席出面支持,朱经农也

就无可奈何了。

　　8月底,塘田战时讲学院全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,随即开始招

生,通知各地中共党组织、各县教育局,选派青年学生来校学习,确

定 9月 15日正式开学。中共湖南省委还从文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

派出张天翼、杨卓然、雷一宇、林居先、李仲融等共产党员,陈润泉、

曹伯韩、王西彦等党外人士来校任教。院长覃振德高望重,“不管具

体工作”,“副长吕振羽负实际责任,领导全面工作”。②塘院管理体

制为五部一室:教务部教务长先后为张天翼、曹伯韩、陈润泉;研究

部主任李仲融; 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后有雷一宇、游宇; 补习部

主任雷一宇 (兼)、陈啸天; 事务部主任吕遇文; 院长办公室秘书王

时真 (江明)。全院领导核心是吕振羽 (组长)、张天翼、杨卓然组成

的党的 3人小组。教职员多数人是中共党员 ,很多人是文教界的

硕彦和名家。

　　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一所新型的学校。它以“抗大、陕公的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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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杨卓然:《塘田战时讲学院琐记》,载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文件》,第
58页。此外,邓晏如《深切怀念吕振羽同志》一文称: 吕振羽“以副院长的名义主持
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工作,是全院的实际负责人”;《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》
( 1938年 10月)中说:“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 (今邵阳)办了一个学校,名战时
讲学院。”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》(1938年 11月 30 日) ,《抗日战争
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,第 9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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